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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记忆理论为欧洲战后记忆实践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但在亚洲语境下，日本战后历史认

知与记忆建构长期存在结构性张力。中日战后记忆的复杂特质，致使文化记忆理论在亚洲语境本土化

应用面临适配性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化拓展，为重新审视与阐释亚洲语境中的中日文化

记忆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与理论支撑，亦为文化记忆理论范式的拓展深化提供了新思路。日本“中国

归国者”群体，则为亚洲语境下的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了“记忆共同体”的典型实证案例。依托文化记忆

理论框架，从记忆传播场域、代际传承机制与记忆转化路径三个核心维度，可深刻揭示出以中国归国者

为载体的中日文化记忆在跨文化互动中的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这一研究视角兼具现实价值与学理

意义：在现实层面有助于消解战争创伤、促成区域历史共识与跨文化对话；在学理层面则通过对中日案

例的挖掘，有效补益了文化记忆理论的亚洲本土化范式，为跨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阐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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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日本政治生态右倾化显著影响其历史认知及外交走向。右翼话语在战争记忆塑造中主导性的

不断强化，致使其官方叙事在历史责任表述上转向模糊化与修饰化，甚至出现否定倾向。相较于德国战后

通过立法规范、纪念设施建设与反思性历史教育构建起的记忆文化，日本错误的历史叙事已渗透至教育、媒

体与公共讨论之中，造成民众对侵略历史的理解片面与偏颇。然而，单纯停留在对日本官方历史修正主义

的政治批判，往往难以触及社会深层的记忆肌理。如何突破国家主义叙事的单一框架，寻找能够连接中日

历史经验的“具身性”记忆载体，成为打破当前历史认知僵局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中国归国者作为横跨中

日的战争亲历者与跨文化迁徙者，为审视战争责任与历史认知的复杂交互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

所谓“中国归国者”，是指 1945年滞留中国、后陆续返回的日本遗孤、妇女及其家属（兰信三，2000）。这

一群体的形成与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殖民扩张政策直接相关。日俄战争后，日本曾推行“满洲开拓团”等移民

计划，大批日本平民被送往中国东北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殖民机构瓦解、交通阻断，大量开拓团成

员、军政人员家属因溃散、失联而滞留中国，其中遗孤多为婴幼儿，被中国家庭收养长大，妇女则多通过婚

姻、寄养等方式融入中国社会。据日本政府统计及学界考证，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累计返日的中国归

国者及随行亲属超 10万人。作为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要载体，该群体既是日本殖民政策的间接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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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命运轨迹也折射出中日两国近现代史的交织与战后关系的修复进程，因而在中日关系史中占据特殊

位置，是解读两国战争记忆、伦理反思与民间互动的关键样本。

关于“中国归国者”的研究，中日学界已形成较为深厚的学术积淀。既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维度，其

一，聚焦历史溯源与政策梳理，注重还原日本遗孤的形成背景与归国进程，厘清中日两国相关政策对遗孤群

体的影响（兰信三，2000；关亚新、张志坤，2005；杜颖，2012等）。其二，侧重个体经验、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

研究，多采用口述史与生活史调查方法，挖掘战后遗孤及后代在中日文化夹缝中的身份困惑、社会适应困

境、文化调适策略等问题（高桥朋子，2009；张龙龙，2021等）。其三，关注记忆构建与伦理叙事研究，着重探

讨日本遗孤群体的记忆传承以及该群体的记忆叙事中交织的家国伦理、人道道义与历史正义等核心议题

（南诚，2016；赵彦民，2017等）。

既有研究虽从历史、社会、记忆等维度勾勒出中国归国者群体的生存图景与记忆特征，却尚未充分阐释

该群体多元记忆何以超越个体与家族边界，凝聚为具有跨代际、跨国性的集体记忆形态，更缺乏对这种记忆

凝聚背后“共同体”生成机理的系统性剖析。事实上，归国者群体兼具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特质，其

记忆实践长期置于中日民族国家的双重语境、个体创伤与公共叙事的张力之间，这种独特性使其记忆形态

天然具备构建共同体的基础。

1 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中国归国者的记忆生成融合了个体经验的战争创伤、家族叙事中的流徙苦难以及中日双重语境下的民

族与国家记忆。归国者既身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体系之中，又在战后成为被国家抛弃的受害者，其复杂身

份揭示了战争对个体命运与集体认同所造成的深刻撕裂与重构。由此形成的记忆共同体，不仅贯通个体、

家族与国家三个层级，也集中呈现了私人创伤与公共叙事之间的持续张力，展现该记忆共同体多元互动中

的独特生成逻辑与历史意涵。

1.1 “记忆共同体”中“加害者”身份

中国归国者叙事长期被定位于被动且悲剧性的“战争受害者”。然而，若回归“满蒙开拓团”的殖民场

域，其身份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在此，必须深刻辨析“个体道德选择”与“结构性加害”之间的本质差异，这

构成了该群体记忆生成的深层逻辑。首先，就个体道德选择而言，归国者作为当时的移民群体，其行为动机

多源于生存本能或对国家动员的盲从，而非基于主观恶意的暴行决策。这种“非主动性”使个体在心理上获

得了某种道德豁免权。

其次，就结构性加害而言，该群体的加害性并非体现为个体的极端残忍，而是体现为一种“体制内的系

统性共谋”。日本开拓团民的日常生计建立在土地兼并与劳动力剥夺的基础上，他们成为殖民侵略、资源掠

夺的间接受益者。1937年，日本实施《满洲农业移民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大规模将贫困农户、青少年和

妇女迁至中国东北，驱逐中国农民并建立日式殖民村落（小都晶子，2006：2）。此外，开拓团通过“劳役”与

“征发”体制，使成员在土地兼并与劳动力剥夺中成为间接获益者（细谷亨，2018：30-39）。军事动员方面，

1938年起实施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制度，使得大量青少年既是农业劳动力，又是军国主义的灌输对

象，成为战争机器的重要补充力量（樱本富雄，1987）。在文化层面，开拓团民通过“民族协和”方针协同实施

文化同化与行为规训，成为文化侵略的间接代理人，助推东北社会的文化瓦解（浅田乔二，1976：3-107）。作

为日本帝国殖民链条的执行末端，他们被嵌入到掠夺土地与压制中国民众生存空间的结构之中。在这种结

构下，个体的“日常生活”本身即构成了对殖民暴力的维持。这种加害是结构性的，本质是个体意志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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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收编后所表现出的缺乏独立道德思考与判断的顺从性恶行。

这种区分直接决定了其记忆的差异化生成，正是由于缺乏“个体道德选择”的主观故意，归国者在记忆

重构中倾向于将殖民行为视为“听命于国家”的必然。这种机制导致了对“加害逻辑”的选择性遮蔽，即大多

数战后遗孤所认为的“我没有选择，所以我没有责任”。相反，1945年被国家抛弃后的惨烈创伤，因其具有强

烈的具身痛感与明确的被剥夺感。这种“结构性加害”与“具身性受害”的错位，最终导向了该群体在记忆实

践中对受害身份的高度认同与对加害责任的集体失语。归国者的记忆共同体生成逻辑呈现出多元属性，既

包括个体与家族层面的创伤记忆，也折射出国家与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展现出在历史与情感张力中交织

与演化的复杂性。

1.2 “记忆共同体”中“受害者”属性

从战后国家政策视角来看，日本政府在战败后迅速启动对滞留海外国民的“切割”策略。1945年战败

后，日本政府以“内地的粮食短缺以及思想、经济局势复杂”为由，对滞留在外的日本人采取消极应付态度。

其后盟军总部优先安排军人及军属的复员，而未对民间人士（日本难民）的遣返工作采取实质性措施，致使

超过32万移民在逃亡过程中经历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南诚，2009：124）。

1959年颁布的《未归还者特别措施法》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法理操作工具。该法通过行政命令，宣告约

13,600名未确认死亡的滞华日本人为“战时死亡”，并强制注销其户籍（厚生劳动省，2025）。这种“法律性死

亡”，不仅是一种去户籍化的手段，更是国家战争责任的制度性逃避，是对历史罪责的行政切断。与此同时，

日本厚生省对“孤儿”身份的界定进一步加深了制度排斥。将“遗孤”限定为 13岁以下儿童，并附带极为苛刻

的认定条件（日本厚生劳动省援护局，1987：17）。这类标准将大量因战乱流离的残留儿童、妇女从“战争受

害者”身份中剥离，转化为“自愿滞留者”，由此回避对造成归国者战后悲惨命运的国家责任。战后同为战败

国的西德，通过《联邦被驱逐者法》等措施确立了国家对滞留海外国民的主动接纳责任，不仅赋予其自动公

民权，还提供了系统的社会整合援助。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则将国民视为战争遗留的“多余负担”（Lori Watt,

2009）。这种制度性遗弃违背了国家的基本法理，即国家作为战争的发起者，有义务对因其军事扩张而陷入

困境的国民承担应尽的战争责任。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虽承认归国者身份与回国权利，但其后数十年中，日本政府对中国归国者的援

助始终采取将其等同于“普通贫困者”的处理方式。中国归国者被纳入《生活保护法》框架下接受最低保障

补助，而非获得战争受害补偿（宍戸伴久，2008：12-114）。这一援助制度的核心特征是“非特殊化”与“去历史

化”，否认归国者因战争与殖民侵略所造成的结构性受害，在社会舆论中建构出一种“领福利不工作”的污名

象征。即便在 1994年后，日本政府设立面向归国遗孤的“特别支援项目”，其政策定位仍是“生活支援”而非

“战争责任补偿”（张龙龙，2017：69-80）。这反映出日本国家在战争后果处理上的一贯逻辑：以最低经济代价

维持表层人道主义，同时制度性回避殖民责任、军事责任与移民政策所产生的历史后果。2008年之后，随着

中国归国者申诉审判，日本政府才妥协性地陆续出台针对中国归国者的援助补偿措施，但认定条件依然苛

刻，补偿力度仍然不大（丁文磊等，2022：487-498）。这些政策结构在社会层面催生出针对中国归国者的显著

排斥现象，并使他们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身份悬置状态。

1.3 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生成逻辑阐释

随着世代更替，归国者群体的身份流动性表现出复杂的代际演变特征。第一代归国者作为战争、流离

与“弃民”经历的亲历者，其记忆植根于直接的生命体验；第二代子女在语言文化转换与身份认同变迁中发

挥承上启下的传承作用；第三代孙辈对中国的认知逐渐脱离直接经验，更多转向家族叙事与象征性认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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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完全在日本社会环境中成长，与战争经验及中国地域已无直接关联，其记忆建构主要以家族叙述与制

度性话语的形式被再生产。扬·阿斯曼（2011）所界定的“文化记忆”，强调记忆通过制度、媒介与象征形式被

社会化地组织并持续再生产。归国者群体的代际演进，正体现了从“经验记忆”向“文化记忆”转化的记忆共

同体生成过程。本文在此基础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坐标，将文化记忆与共同体理论整合，并进行

本土化阐释，从生成、实践与转化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第一，本文对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界定，在逻辑起点上借鉴了斐迪南·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基于血

缘与地缘的情感纽带论述，并超越其传统物理空间聚合的实体界定（斐迪南·滕尼斯，1999）。中国归国者

“记忆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如上文所述是植根于特定历史经验，通过记忆叙事与象征再现形成的跨国认同。

它并非单纯依托物理聚合，而是以文化血脉传承为根基，以归国者群体的共有生命经验为认同纽带。在代

际传承的动态演进中，传统的地缘、血缘情感联结极整合，转化为跨文化语境下具有韧性的集体记忆。

第二，关于共同体建构与转化逻辑的阐释。首先，在建构逻辑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指出民族

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其认同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通过语言、叙事、仪式等符号实践建构

而成，这种建构方式为解读跨域群体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视角。本文进一步拓展这一逻辑，归国者的认

同并非被动依附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而是通过对战争、流亡与回归等共有经验的持续“讲述”与“再

现”，在微观社群层面编织出一种具有流动性的、跨越中日国境的记忆身份。其次，在微观记忆实践转化上，

引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将这一共同体视为由“人类行动者”（中国归国者）与“非人行动者”（政

策法规、纪念场馆、舆论报道等要素）共同编织的动态网络系统。在这一网络中，记忆的代际延续不再单纯

依赖口述传承，更取决于非人行动者的介入与传播，由此可有效解释集体记忆何以能在代际断裂的不稳定

性中保持顽强的存续韧性与传播力。

第三，在记忆传播的私人与公共场域分析上，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提供了分析角度，他将承

载集体记忆的载体划分为物质化、制度化与象征化三种形态（皮埃尔·诺拉，1989）。本文将中国归国者的记

忆实践具体化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级，其一是物质载体，聚焦归国者携带的具有符号价值的“生活原物”以

及归国后的生存空间，这些是记忆附着的物质基础。二是制度载体，包含司法行政领域内中国归国者的身

份认定、历史赔偿、社会接纳与融入等相关制度的演进过程。三是象征载体，聚焦围绕归国者群体展开的各

类仪式、纪念活动，以及中国归国者相关的学术、文学、影视作品等内容。这些载体是归国者群体通过实践

活动进行再生产、重构与传播记忆的互动性场域。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区域性记忆共同体的建构方向。王向远（2023）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认同

的关键在于摒弃西方式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主张在“作为方法的东亚”中实现“认同”与“辨异”的辩证

统一[16]。中国归国者的记忆构建，恰恰构成了东亚区域内“跨界认同”复杂实践。这一群体的记忆并非孤立

于中国或日本，而是在两者的碰撞、重叠与缝隙中生成的。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不仅以微观经验深化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伦理，更通过这种“记忆载体—记忆之场—记忆转化”的联动，为构建面向未来的、

多元共生的东亚记忆共同体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具身样本，并通过中国归国者这一视角，重构一种具有

包容性的东亚历史认知。

2 记忆的传播场域

对于中国归国者而言，家庭空间为其最为稳定的记忆场域，战争与流亡等历史经验通过日常互动在私

密空间中得以持续重演（Ann-Marie Foster, 2024: 19）。山田朗（2020）进一步指出，战争记忆中的私人领域记

忆更侧重于承载暴力、犯罪等受害经验的记忆形式。然而，这些记忆并非完全封闭于家庭内部，而是借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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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介入与象征实践，与公共领域持续发生连接，使家庭成为私人记忆向社会与跨国记忆转化的关键节点。

2.1 家庭记忆场域的“小叙事”

基于前期对广岛县 12户中国归国者家庭的半结构化访谈调查（任惠中，2023：65-67），本文进一步从文

化记忆视角考察归国者家庭场域中的记忆特质。家庭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居住所，同时是记忆生成与传播的

核心场域。家庭凭借其私密性与排他性，在宏大叙事框架下构筑起一道“防御性屏障”，使被宏大话语排斥

的个体“负面记忆”得以存续，从而维系历史叙事的完整性。

首先，归国者家庭场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中日语言混杂使用重构了历史文化叙事方式。这一语言混用

现象不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障碍，而是一种深层的文化记忆补偿。受访者归国二代指出：“在家中与父母交

流时基本是中文交流，和子女、孙辈虽然日语足以沟通，但在讲述中国习俗与文化时更习惯夹杂中文词汇。”

这些语言习惯不仅是因为语言转换的障碍，更是为了精准捕捉和传递那些“日语无法抵达”的中国文化情

感。这种语言惯习不仅增强了祖辈中国文化经验的传递，也促成了跨代对话中的文化持续互渗。

其次，家庭空间内部的物质文化实践为记忆延续提供锚点。受访家庭普遍珍藏往来书信、老照片及带

有中国文化印记的生活物品。一位曾在黑龙江生活四十余年的归国者在展示与中国养父母的旧照片时表

示：“自从养父母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回中国，这些照片是为数不多的宝贵记忆，也是向子女与孙辈讲述家族

历史、传承经验的重要物品。”这些象征物在家庭场域中承载着家族历史经验及情感联结，并在日常生活中

持续提示过去的历史，防止个体经验在社会迁徙中消解风化。

家庭场域中，由语言惯习与物质象征共同驱动的内倾式记忆传播机制，既在私人场域中开辟出与宏大

公共叙事形成张力的“小叙事”空间，与主流历史话语形成鲜明区隔；又以饱含生命质感的个体经验叙事，有

效抵御了主流历史话语对边缘性情感体验的结构性遮蔽。

家庭场域中由语言惯习与物质象征共同驱动的传播机制，不仅在私人领域内开辟出一方与宏大叙事相

对的“小叙事”空间，更通过富有生命质感的经验叙述，有效抵御了主流话语对边缘情感的结构性遮蔽，凝聚

起情感根基与微观实践基础。家庭场域是承载并持续再生产边缘经验的关键空间，为归国者群体的身份认

同提供了情感根基与实践场域。

2.2 公共场域的政策制度性

中国归国者的记忆并非静态地停留在私人领域，而是在社会参与以及制度互动中逐步从私人叙事向公

共场域的社会记忆转化，最终构建出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情感维度与制度支撑的文化记忆场域。公共场

域的记忆机制体现在政策制度对归国者身份的法律界定与社会认同的嵌入上。

其一，行政空间中对于归国者的界定与保障缺位。在对待中国残留孤儿问题的政策回应中，日本政府

长期采取以“非国家责任”为核心的回避性立场。将残留孤儿视为“战争混乱中的一般受害者”，强调其遭遇

属于“战后全国民众普遍应承受的战争损害”（浅野慎一，2021）。在公共制度体系中长期将归国者简单纳入

《生活保护法》所涵盖的“经济贫困群体”，导致日本社会形成“归国者仅为经济移民”的认知偏差，由此催生

社会对于归国者的排斥与歧视现象（河本尚枝，2021：97-102）。

其二，司法空间的法理辨析与制度形塑。针对上述排斥性制度导致的生存困境，中国归国者在 2002年

发起国家赔偿诉讼，要求政府承认战争责任并完善援助政策，虽然这些诉讼大多以败诉告终，但诉讼过程中

曝光的归国者生存困境在媒体与社会舆论的扩散下，使归国者问题被纳入公共议题范畴进入公共制度场域。

其三，立法空间的法律制定与实施。2006年《促进中国归国者顺利归国及永住归国后自立支援法》的修

订，可视为在公共立法空间对归国者身份的妥协性修正。实现了从“贫困救助”向“责任补偿”的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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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法律层面承认归国者的战争受害者身份，并通过支付全额年金、退还健康保险金及补偿生活支援金

等制度安排在公共场域为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延续提供了法理支撑与社会认同基础。

公共场域中的归国者问题本质上是记忆与身份通过制度框架被界定、固化与承认的逻辑演进。这一过

程不仅折射出政策法律与社会认同之间的互动机制，也从公共空间上确立了中国归国者在战后日本社会记

忆中的制度位置与社会能见度。

综上所述，中国归国者的记忆生成既依赖于私密场域的内部维系，又受到公共空间制度性力量的制约

与界定。在微观层面，家庭通过日常生活的符号化表达与相对稳定的传播机制，保存了被官方叙事所边缘

化的个体经验。在宏观层面，公共制度空间则通过行政认定、司法见证及立法保障，确立了归国者的合法身

份与历史地位。这种“私人记忆场域”的稳定性与“公共制度场域”的介入性共同为跨文化记忆共同体的稳

固与延续提供了场域基础。

3 记忆的代际传承

中国归国者的代际记忆传承深度嵌入家庭伦理结构、社群互动网络与文化符号的体系之中，形成兼具

内聚性与延展性的记忆共同体。在这一多层次互动中，该群体的代际传承不仅延续历史文化脉络，更推动

身份认同的动态重构。基于文化记忆理论，可揭示此动态过程如何通过跨代互动逐步建构记忆共同体，并

阐释个体记忆叙事在社会嵌入与集体认同形成中的路径机制。

3.1 代际传承的媒介方式

家族史传承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与过去互动的有力方式，家庭伦理空间的建构是承载与传递家族记忆

的物化载体。首先，在文化记忆的理论框架中，阿斯曼区分的“沟通性记忆”与“文化记忆”模型为理解中国

归国者的代际传承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沟通性记忆”依托日常交流与直接见证，强调口述、叙事与情感互

动的当下性；而“文化记忆”则通过仪式化的物质符号与象征性实践实现长期存续与社会共享。在归国者群

体中，中国传统节日仍被保留，成为讲述祖辈经历与传承家族文化的重要契机。这种“仪式中的再现性”在

记忆社会学中被视为文化认同构建的关键环节（Lucy Noakes, 2022: 56-81）。其家庭聚餐、节庆装饰与传统

食物不仅承载情感依附，更在代际互动中实现了“沟通性记忆”的日常化传递，同时通过这些可重复、可象征

的文化符码，将个体经验上升为具有集体意义的“文化记忆”。由此，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成为两种记忆形

态交织的重要媒介，使归国者的历史体验得以延续与再生产。

其次，家庭空间中的物质性符号——如祖先牌位、家庭照片、旧书信、从中国带来的器物等，正如阿斯曼

对记忆、身份和文化相关论述所揭示的，作为“记忆之物”，物质文化凭借其“时间附着性”，不仅成为历史意

识的实在体现，更承担着具体特定身份认同的承载功能。这些物品常在代际之间传递，其象征意义远超物

品本身，成为情感与文化的双重凝结物。

最后，家庭叙述与口述传统等沟通性记忆构成了个体经验通向群体记忆的桥梁。记忆文化中沟通性记

忆指通过日常交往形成的活跃记忆形式，有助于“内化的历史感”形成（Bart Ziino, 2010: 125-146）。在家庭

聚会或日常交流中，长辈以叙事方式讲述战争经历、移民故事或生活片段，使年轻一代逐渐形成这种“内化

的历史感”。其中语言与称谓体系作为伦理秩序的隐性符号系统，在归国者家庭中依然具有延续性。虽然

在日本社会中主流语言为日语，但部分家庭在私密场域中坚持使用汉语，延续了中华传统亲属制度的文化

脉络，体现了“语言—文化—认同”的三重联动。

87



日 本 社 会 发 展 史 研 究 2026年 第3期 总244号

3.2 代际传承的演进路径

第一代归国者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其记忆叙述始终围绕“离散—归国”这一二元结构而展开。在他们的

口述中，“农村养父母虽念及情分却仍将子女送回日本”“归国后遭遇日本亲戚排斥与家庭隔离”以及“在工厂

打工时蒙受辱骂与歧视”成为反复呈现的创伤性场景。这些记忆不仅承载着个体重负，也作为集体苦难的“图腾”，

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文化记忆的相关概念与此相呼应（Pierre Nora, 1989: 7-24），

当“创伤记忆”在某一代人的叙述中反复出现时，它便从散落的个人经验升格为具有集体认同功能的记忆场

域。第一代的创伤叙事构建起显著的身份边界，也在异文化环境中形成了情感与心理的防御机制。

随着第二代日益融入日本社会，其叙事策略在继承亲代创伤记忆的同时，又有意识地对苦难细节进行

淡化与重构。大桥春美调查发现，第二代在叙述中常以理性化的方式呈现经历：他们虽会提及“满蒙开拓团

战后被国家抛弃”的历史，却倾向于强调双语能力与跨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就业竞争力和家庭优势（大桥春

美，2011：15-27）。这种选择性重构既是对上一代叙事的延续，也是对日本社会“同化”与“他者化”双重压力

下的策略性回应。这一过程既隐含了对第一代“苦难图腾”保护性淡化的选择，也使得第二代能够在现代日

本社会中取得更高程度的社会整合与资源回报。

进入第三、四代，归国者家庭的文化资本进一步实现质的跃升。与第一代的创伤记忆和第二代的选择性

淡化不同，三、四代创伤细节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家族战后遗孤经历”“艰辛生活”的淡化表述。正如艾丽

斯·沙利文（2001）所言，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化不仅依赖于原生家庭，更在社会场域的互动中不断进行再生

产，三、四代归国者将双语能力、跨文化适应经验和国际视野等文化资本转化为核心竞争力，从而在社会融入

与职业发展中占据相对优势。基于前文广岛地区的调查（任惠中，2023：65-67），多数受访者三、四代凭借中日

双语能力、跨文化适应力等在升学录取与就业竞争中获得优势，能够拥有较高学历或获得跨国公司的职位机

会。相较于普遍在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的一、二代，三、四代实现了在社会结构中的上升，这种上升为其掌握更

广泛的话语资源提供了基础。随着其社会位置的流动，文化资本进一步通过符号化权力被转化为记忆话语

权。一些三、四代在研究机构、大众传媒等就职，他们在公共传播、学术讨论或社会倡议中重新叙述家族历史

时，其叙事更易被主流语境所接纳与认可，增强了归国者记忆在公共文化语境中的能见度与影响力。最终，这

种制度化的资本转化机制不仅促进了个体的社会流动，也推动了家族记忆在公共话语中的认可与传播。

3.3 代际叙事的范式特征

在考察归国者文化资本路径形成的基础上，可以观察到以第一、二代归国者为代表的群体，其叙事往往呈

现出以创伤具身化为核心的“苦难展演”模式；而第三、四代在继承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则更多地采取了抽象化

与去情境化的叙事策略。这种转型并非单向的强制灌输，而是各代际基于现实场域诉求而达成的叙事转型。

第一、二代归国者在叙事生产中普遍表现出“策略性回避”与“脱敏化处理”。处于创伤记忆核心的老一

辈，在家庭内部传承中往往倾向于弱化甚至隐去关于战争遗留、社会排斥等苦难维度的叙事。相反，他们策

略性地通过筛选记忆更多地强调家族历史中的文化多样性。这种“脱敏”不仅是为了保护后辈免受代际创

伤的次生伤害，将曾经的负面的记忆重构为正面的跨文化资本，为后辈社会重构身份提供正向支撑。

第三、四代归国者受制于时代语境的变迁与认知距离的拉长，年轻一代普遍对宏大且沉重的创伤叙事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感，不愿沉溺于长辈的苦难叙事（南诚，2018：73-88）。在社会融入过程中，他们倾向

于将家族背景与自身职业发展相结合，使创伤历史转型促进沟通和解与提升社会处境的优势。正是这种代

际间的叙事转型，为归国者记忆进入主流话语体系提供了契机。当悲情的、排他性的创伤叙事被转化为具

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多样性叙事时，归国者的群体记忆不再局限在家族历史的封闭边界，而是上升为民众史

的一部分，更为其获取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叙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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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记忆的转化机制

在不同时代语境中，集体与个体记忆的转化机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中国归国者的个体命运深刻

受限于中日关系的波动与日本政策缺位。在二战后至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战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

侨民或孤儿在身份、法律、文化与国家记忆中均处于“不可见”状态。这种“制度性空白”导致其历史经验无

法进入官方历史叙述体系，其记忆长期依附于家庭场域，呈现出私人化、碎片化、情感化的典型特征。

4.1 个体记忆的私域沉淀（1945-1975）

个体记忆普遍以碎片化形式存于日记、书信、照片等非正式载体中，缺乏系统整理与健全的档案机制。

对中国战后归国者家庭中传承机制研究指出，这类“私有记忆”在家族内部长期隐匿，多数创伤记忆因为战

后遗孤自身不愿过多提及，故在战后和平教育与战争记忆传承中，第三代与第四代所接收到的祖辈经验往

往缺乏连续性，多通过家庭内部的“生活对话”或“片段性记述”传达。另一方面这类“私有记忆”在家庭之外

传播有限。在日本社会的记忆政治格局中，这类非官方、非媒体介入的历史叙述长期处于边缘地位，难以纳

入主流话语体系进而转化为公共记忆资源。

其次，尽管部分归国者家庭尝试整理口述回忆、家庭年表、族谱等文献，但整体上家族史在跨代际传承

中容易出现断裂与遗忘。有些归国者的后代对祖辈经历几乎一无所知，或仅知其“曾在中国长大”。归国者

家庭中系统化的家族史书写较为稀缺。多数家庭并未形成如族谱、年表等系统性文献载体，而是依赖记忆

的临时再现与口述传统。这导致归国者家庭在认同构建上也面临巨大困难，常常在“归属日本”与“成长于

中国”之间徘徊。但这种私人域记忆的沉淀为其后记忆的集体化与国家化奠定了复杂的心理与结构基础。

最后，家族记忆具有高度的情感依附性。与宏观叙事中国家主导的“归国者”形象不同，家庭内部的记

忆更关注个体的情绪经验与生活实感，其叙述往往更为琐碎却也更具温度。这种记忆表达方式，使得归国

者的历史记忆具备“生活性历史”的特征：它往往不是线性的、事件驱动的，而是围绕亲情纽带、身份疑惑、原

乡意象等多重主题展开的碎片性叙述。这些家族叙事常通过口述方式传递，历史内容常因讲述者的情绪状

态而异，从而增添了记忆的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充满生活细节与真实情感的叙事，使得归国者的故事

在后期通过媒体、文艺作品进入公共视野时，具备了强烈的感染力与认同唤起功能。

4.2 社群互动下的公共化转型（1975-2001）

这一时期，归国者记忆经历了从个体记忆向公共化转型的跃迁。这一转型并非自然发生的线性过程，而

是由国家政策介入、媒体互动以及社群组织化与归国者的社会生活融入等共同驱动的记忆文化的生成过程。

第一，国家政策介入与媒体互动，为边缘记忆进入公共视野提供了合法性框架。1975年，日本政府首次

启动“中国残留孤儿”身份寻亲调查，这一行政行为标志着记忆政治的结构性转向，从战后长期的被遮蔽的

创伤走向有限的国家责任。在此背景下，大众传媒成为记忆社会化传播的关键推手。NHK、《读卖新闻》等

主流媒体对寻亲过程、身份冲突及文化适应的集中报道，使归国者的个体遭遇脱离了家庭内部的沉淀路径，

被转化为具有社会公共性的议题。随着 1994年《中国残留邦人支援法》的确立以及其后不断修订的新支援

法（中国残留邦人等归国促进·自立支援法，1994），进一步从立法与制度层面确立了国家的援助义务。这不

仅是将归国者纳入国民福利体系的行政吸纳，更是一种历史地位的政治确认。它将归国者的命运与国家战

争责任相捆绑，从而为个体记忆进入国家叙事框架开辟了制度性通道。

第二，在社群空间中构建集体记忆，促进了个体记忆向社区属性的集体记忆的凝聚。随着 1984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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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孤儿定居促进中心”的设立，2001年“中国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的体系化设立，以及各类支援中心与交

流会的制度化运作，归国者获得了宝贵的记忆实践场所。在这些特定的社会空间内，原本碎片化的个体记

忆通过定期的倾听会、口述展览及多元文化讲座，实现了归国者记忆的互证与共享。这种自下而上的互动

机制具有双重效应：对内，它通过归国者群体间相似经历的沟通，强化了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联结，

促成了该记忆共同体的凝聚；对外，它将私密的移民经验转化为可供社会消费与反思的公共话语资源，提升

了边缘历史在主流社会中的能见度。

第三，归国者作为“活体记忆”的载体，其记忆的公共化不仅依赖于宏大的制度安排，更渗透于工作、教

育及亲子互动等日常生活中。归国者在与日本社会的互动中，不断重述与传播自身的历史经历。这种互动

超越了单纯的创伤倾诉，凭借跨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与社会交往推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理解。这种

基于生活实感的叙事，往往比宏大叙事更具感染力，能够引发广泛的社会共情，从而潜移默化地推动日本社

会对战争历史认识的多元化发展。

4.3 叙事重塑与国际化表达（2001-2025）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归国者愈发被日本学术界与社会政策所重视。根据 2025年 6月的统计，在

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运营的学术信息数据库有超过 456篇学术论文聚焦于该群体，研究议题覆盖语言社

会融合、文化认同建构、生活援助等方面。这些成果通过对口述史方法的广泛使用，不仅提升了记忆叙事的

史实可信度，也加强了归国者群体在历史研究与公共叙述中的话语能动性。

日本厚生劳动省自 2017年起开展的“命运的轨迹”项目，访谈 20位中国遗孤及其亲属并公开发布证言

影像，通过可视化、数字化方式推动历史继承与中日和平教育，并使归国者个体的生命叙述成为国家推动的

“和平记忆”工程的一部分。这一系列努力不但提升了归国者历史的公共性传播，也加速了“共识性转

化”——即从被动接受叙事转为主动建构国家记忆的一环。国家从政策、法律与文化层面进行引导，将个人

的“边缘记忆”转化为社会共享的“认同资源”。

在实体展示层面，日本政府与地方社会也积极建设以和平记忆为主题的“中国归国者叙事场域”。日本

总务省设立的“和平祈愿展示馆”“满蒙开拓团和平纪念馆”结合实物、历史档案、虚拟现实与互动体验技术

（平和祈念展示资料馆，2026），在多地巡回展出有关中国归国者的生活轨迹、亲属分离、文化适应与再归属

过程。该平台强化了社会历史认知，并通过跨平台交互机制拓展了公共参与路径。同时，中国国内也建立

了以“中国养父母纪念馆”为核心的数字文化平台（中国养父母纪念馆，2023），系统记录中国养父母与日本

遗孤之间的历史互动与文化联系，构成跨文化叙事空间。此外，日本各地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发起的“倾

听历史”活动（战后世代讲述者宣讲会通知，2026），鼓励个人提供私人照片、家书、证件等记忆材料，由机构

进行数字化与主题整理，从而形成具备史料价值的“归国者记忆文库”。这一过程突破了国家规训的主叙事

边界，强调民间主体在历史叙述中的能动性与代表性，进一步促进了“记忆的社会再生产”。

归国者记忆的公共化进程并不仅仅依赖国家体制，大量艺术作品的参与与再创作也推动了记忆符号的

形塑。尤为典型的是小说与影视作品对归国者记忆的“符号化加工”。山崎丰子创作的小说《大地之子》，以

及其后NHK拍摄的同名电视剧，借助文艺叙述手法再现了中国残留孤儿的命运苦难，将战后遗孤群体的个

体记忆纳入国家宏大叙事之中，引发社会广泛的共鸣，推动个体创伤叙事向社会集体认知的转译。近年来，

NHK放映的《遥远的羁绊》《不再被遗忘》等影视作品，聚焦于中国归国者身份认同等问题，触发中日两国观

众的广泛情感共鸣，推动归国者进入更广阔的国际传播与公共讨论空间，强化了该群体记忆的国际化表达

与社会化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归国者记忆的公共化转型，实质上是在国家制度供给、社群交互实践与媒介符号表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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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驱动下，个体生命历程向共同体文化记忆转化的过程。其一，国家通过身份确认与制度性支援，为归国

者记忆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合法性框架；其二，社群组织与日常互动空间的持续运作，使这些记忆得以在反

复讲述与互证中获得稳定性与集体属性；其三，大众传媒、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等象征实践，承担了记忆转

译与传播的关键功能，将封闭于家庭与个体层面的战争经验、身份困惑与跨文化体验，转译为可被社会广泛

理解、反思与共情的公共议题，推动记忆的社会化、国际化传播。

5 结 语

中国归国者的生命史书写，本质上是对日本战后“受害叙事”与“责任缺失”双重症结的有力回应。长期

以来，日本官方叙事通过放大原子弹爆炸等个体受害记忆，策略性地遮蔽侵略扩张的结构性责任。归国者

群体以生命史为媒介的经验叙述，打破了这种“制度性遗忘”。他们作为“具身化”的历史载体，将碎片化、私

域化的创伤记忆转化为具有公共力度的历史见证，不仅弥合了官方宏大叙事与民间微观记忆之间的断层，

更迫使主流社会在生活互动中感知、重塑历史，直面战争暴力对微观个体的深远剥蚀。

由此，可清晰梳理出中国归国者“记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首先，以家庭情感联结为伦理原点实现代际

传承，确保了记忆在私人场域的存续；其次，以社群互动网络为中介凝聚群体认同，通过经验的互证与互诉，实

现了记忆的集体化生产；最后，通过跨文化交流将个体生命经验推向公共领域，借助媒介传播与政策确认，使

历史记忆在社会语境中获得嵌入与升华。在这一逻辑链条中，政策变迁、社会结构与日常伦理共同形塑了记

忆的可见性，而归国者作为叙事主体，其能动性的发挥不仅重述了历史，更重构了跨国语境下的文化共同体。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归国者记忆共同体实践最终指向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东亚记忆共识。归国

者群体因其多重身份属性，天然具备了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情感共鸣能力与“文化桥梁”的潜质。这种记

忆实践不仅是对日本历史记忆症结的反思性回应，更表征具有东亚主体性的记忆文化范式，即以文明互鉴

取代文化隔阂，以共同反思抵消片面的受害叙事，通过跨文化协商构建区域性的记忆共同体。这种从“封闭

民族记忆”向“开放区域共识”的转向，突破了传统民族国家史观的局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

记忆建构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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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Memory Community
of Japanese Returnees from China

REN Huizhong
(Shanxi University)

Abstract: Cultural Memory theory has provided a vit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ostwar memory practices in Europe. How-

ever, in the Asian context, Japan's postwar historical cognition and memory construction have long exhibited structural ten-

sions. The complexity of Sino-Japanese postwar memory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he theoretical adaptability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regarding its localized application in Asia.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ffers a new axi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examining and interpreting Sino-

Japanese cultural memory within the Asian context.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urther expand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the "Memory Community."Using the memory practices of the Japanese returnees from China (known as Chugoku

Kikokusha) as an empirical case, and relying on the Cultural Memory framework,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memory during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from three dimensions: memory dissemination fields, inter-

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memory transformation paths.Ultimately, based on social group memor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onstructing a Sino-Japanese "Memory Community." It seek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both nations to transcend war trauma, build a regional cultural

memory community, and achieve historical consensus and cultural dialogue.

Keywords: Memory Community; Cultural Memory; Japanese Returnees from China;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Post-

war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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